
如何认识先秦文献的汉代传承 

及其价值 

赵敏俐 

摘 要：先秦是历史上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中华民族最具有经典意义的伟大作品大多 

产生于这个时代，但是现存的先秦文献大都是经过汉代人整理才得以流传的，近现代以来的学 

者为此而对这些典籍的可靠性多有质疑。需要指出，汉代人尽最大可能地保存了劫后仅存的先 

秦古籍，并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对它们进行整理与研究，使之虽然残缺但却基本真实地反映了先 

秦时代的学术发展状况。近年来大量先秦文献的出土发现，使我们对汉代人所做的这种文献传 

承工作的重要意义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对传承于汉代的这些先秦文献的可靠性和巨大价值必 

须充分肯定。汉代人接续肇自先秦时代的学术传统，构建了以“六经”和“诸子”为代表的中华文 

化学术体系，这正是我们今天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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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深远，每当中华民族文化发生重大转型的历史时代，人们总要对先秦文 

化典籍进行研究与阐释，这正是在文化传承过程中“返本开新”的意义所在。正因为如此，自清末以来在 

新旧文化交替的历史大变革中，学人也开始了对先秦文献典籍的新一轮阐释。所不同的是，在这一过程 

中，学人不仅对先秦时代的文化思想多有批判 ，且对先秦典籍的真伪以及其传承过程亦进行了严格辨 

析。我们知道，现存传世的先秦文献基本上都是经过汉代人整理才保留下来的。那么，这些先秦文献在 

多大程度上保留了先秦原貌，就是一个大问题。我国自古就有优秀的文献传承制度和古籍保护传统，汉 

代人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对 自汉代传承下来的这些先秦文化典籍 ，直到明清时代，学人大多深信不 

疑。虽然自宋代以后逐渐开始有人对其中的部分文献产生怀疑，到清代疑古思潮兴起，对先秦文献的辨 

伪 日渐增多，但基本上没有影响对这些先秦文献的整体信任。20世纪初以来随着古史辨派的兴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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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对先秦典籍的辨伪达到高潮，对包括《周易》《尚书》《周礼》《左传》《老子》等在内的几乎每一部经典，都 

有人做过相应的考辨，指出其中的问题，提出新奇的观点。有的被指为汉代人所作，如《礼记》；有的被看 

成后人假托，如宋玉诸赋；有的甚至被判为伪书，如《列子》《文子》，等等。其积极意义，是使人们对于先 

秦典籍传承过程的复杂性有了新的认识 ；其消极影响，是由此而生成的对先秦文献典籍过于大胆的多重 

解构。核心问题是，既然现在所看到的先秦文献大多是经过汉代人整理出来的，那么它们在多大程度上 

保留了先秦文化的原生形态?我们对它们应该如何认识?它们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建立有何关系?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于先秦文化又该进行怎样的研究?下面，笔者就如何认识先秦文献的汉代传承及其 

价值问题谈几点看法。 

一

、如何认识汉代人在传承先秦文献中的巨大贡献 

在先秦经典向后世传承的过程中，汉代是一个重要时期。如果没有汉代人的整理和保存 ，大部分先 

秦文献典籍早就灰飞烟灭。面对先秦文献典籍的残缺毁损，汉代人毅然承担起抢救和修复的重任。对 

此，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记载：“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 

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日：‘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 ，皆充秘府。至成帝 

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 

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 

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①可以说，目前可见的先秦经典，大都是 

经过汉代人的搜集整理校订之后流传下来的。根据班固记录，我们知道汉代人在搜集整理先秦文献典 

籍方面做了如下工作：第一，从汉初开始废除了秦代的挟书律 ，广开献书之路。为了收集和抢救更多书 

籍，国家还专门派人到天下搜求遗书。第二 ，国家专门建设藏书之策，将收集来的书籍珍藏于皇家秘府 

保存，并设置专职官员负责管理，对每一部书的整理情况加以记录，上陈朝廷。第三，国家派专职人员对 

藏书进行分类整理与校对，建立了系统的图书分类目录，同时也初步建立了中华文化的学术体系。 

汉代人对先秦古籍的传承整理非常认真，这些整理工作的记录，在《汉书·艺文志》中还有一些保 

存。如关于《易》类著作的整理：“及秦燔书，而《易》为筮 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迄于宣、 

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 

或脱去‘无咎’、 晦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②关于《尚书》的整理 ：“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汉 

兴亡失 ，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迄孝宣世，有欧阳、大小夏侯氏，立于学官。《古文尚书》者，出孔 

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 

字也。共王往人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 

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 

《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 

①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 1701页。 

(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 17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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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④刘向《管子书录》日：“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 卜圭书二十 

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 

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②《晏子叙录》亦日：“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 

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 ，臣向书一篇 ，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 ，除重 

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 

以相定。中书以‘夭 ’为‘芳’，又为‘备 ’，‘先’为‘牛’，‘章’为‘长 ’，如此类者多，谨颇略笺，皆以定，以杀 

青，书可缮写。”⑧从这里可以看出汉代人对先秦经典的敬畏，他们尽可能地搜集全部同类图书，包括藏于 

国家秘府中的图书和私人藏书，将之进行细致校对，厘正文字，去其重复，重新编校，态度极其严肃。 

在认真校对整理的基础上，汉代人对于先秦文献的流传及其作者做了尽可能的梳理和记录，对此， 

《汉书·艺文志》也有介绍。如关于《易经》的传承：“《易》日：‘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 

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 、周之际，纣在 

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 

《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日《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及秦燔书，而《易》为 

筮 卜之事，传者不绝。汉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 

之说。”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汉代人所了解的《易》在先秦的早期传承，基本上采自于传世《易传》，认为 

是自宓戏首创八卦，文王演成六十四卦，由孔子作传，此即“人更三圣，世历三古”，同时又介绍了《易》在 

汉代流传的经过，由田何到施、孟、梁丘、京氏诸家。所录易类著作共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尽可能地介 

绍了作者姓名、籍贯等内容：“《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易传·周氏》二篇。字王孙也。《服氏》二 

篇。《杨氏》二篇。名何，字叔元，茁川人。《蔡公》二篇。卫人，事周王孙。《韩氏》二篇。名婴。《王氏》二 

篇。名同。《丁氏》八篇。名宽，字子襄，梁人也。《古五子》十八篇。自甲子至壬子，说《易》阴阳。《淮南道 

训》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号九师说。《古杂》八十篇，《杂灾异》三十五篇，《神输》五篇，图一。 

《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说》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章句》施、孟、 

梁丘氏各二篇。”固不仅如此，与之相对应，班固还在《儒林传》中对先秦到汉代有关《周易》的传承谱系做 

了简要介绍：“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肝臂子弓。子弓授燕周丑子 

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及秦禁学，《易》为筮 卜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 

也。汉兴 ，田何以齐田徙杜陵，号杜田生 ，授东武王同子中、雒阳周王孙 、丁宽、齐服生 ，皆著《易传》数 

篇。同授淄川杨何，字叔元，元光中征为太中大夫。齐即墨成，至城阳相。广川孟但，为太子门大夫。鲁 

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皆以《易》至大官。要言《易》者本之田何”，“丁宽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项生 

从田何受《易》，时宽为项生从者，读《易》精敏，才过项生，遂事何。学成 ，何谢宽。宽东归，何谓门人日： 

‘《易》以东矣。’宽至雒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景帝时，宽为梁孝王将军距吴楚，号丁将军， 

(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706页。 

②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册，中华书局，1958年，第332页。 

③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册，中华书局，1958年，第332页。 
④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704页。 

⑤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 1703～17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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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先秦文献的、『又代传丞 基 

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 

繇是《易》有施 、孟、梁丘之学。”①接下来，班固又分别介绍了施雠 、孟喜、梁丘贺、京房诸人，以及未列入学 

官的费直与高相。从中可以看出，汉代人对于《周易》的传承，既有不同的文本系统，又有不同的流派，不 

同的解说 ，叙述平实简洁，条目清晰，知之则录，不知则阙如，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这是中华民族优秀史 

学传统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学术传统得以建立的坚实基础，也是汉代人泽及后世的伟大功业。 

二、如何认识汉代人在整理先秦文献过程中的诸多缺憾 

(一)汉传先秦文献存在的缺憾 

汉传先秦典籍，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憾。尤其是秦始皇焚书和秦末战乱所造成的书籍散亡，给汉 

代人整理造成极大困难。对此，《汉书·艺文志》开篇就做了介绍：“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 

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觳乱。至秦患 

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②因此，汉代人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但是对于先秦文献的传承过程，总的来说 

已经知之不详。如上文关于《易经》的整理与介绍，按汉代人所说，《易》因为是 卜筮之书，秦火之后仍传 

承不绝，在汉初有田何，到宣、元之际有施、孟 、梁丘、京氏四家列于学官，民间尚有费、高二家之说。刘向 

将这些不同版本与中秘所藏《古文易经》对校，发现它们大体一致，但是有个别文字不同，只有民间费氏 

的完全相同。看来，刘向校书时所看到的《易经》出于一个系统，应该是田何传下来的。但是这个系统最 

多只能追溯到汉初，至于《易经》在先秦的传承情况，虽然在《儒林传》中班固列出了《周易》之学自孔子之 

后的传承谱系，但是这些人物的具体生年事迹，以及如何传承等情况，班固并没有介绍，很可能东汉班固 

甚至西汉刘向等人对此已经不太清楚。近年来发现的马王堆帛书《周易》就与传世本大不相同。这说明 

《周易》的传承远比班固《汉书》所记更为复杂，也许早在先秦，《周易》就存在着不同的文本。 

关于《诗经》的记录也是如此。《汉书·艺文志》日：“《书》日：‘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 

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 

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 

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三家皆列 

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⑧《诗》是另一部经过秦火而未毁的先 

秦经典，因为“以其讽诵 ，不独在竹帛故也”，所以汉初就有三家诗在传授。班固将这几家《诗》做了比较， 

认为他们的解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后来发现的“毛公之学”，班固也做了介绍，但 

是对它的来源不敢确定，就用了“自谓子夏所传”的说法，态度非常谨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关于《诗经》 

的本子，都是汉代传下来的。近年来发现了阜阳汉简《诗经》，与四家诗都不一样。可见，刘向等人还有 

一 些没有看到的《诗经》传本。至于《诗经》在先秦的传承情况究竟如何，《艺文志》当中也没有记载。这 

①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597～3598页。 

②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 1701页。 

③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7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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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汉代人对于《诗经》在先秦的传授情况，可能所知也是极其有限的。 

《汉书·艺文志》对于先秦文献传承的过程介绍不够，这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它的主要目的只在 

于著录文献，第二是汉代人对于先秦时代的文献传承情况可能知道不多。《艺文志》将先秦和西汉的各类 

著述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略，著录书籍总数虽有“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 

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但是相关背景材料却很少。以“六艺略”为例，关于《易》《书》《诗》《礼》《乐》 

在先秦的传承情况，介绍都极其简略。①稍详细一点的《春秋》和《左传》，也只是寥寥数语：“周室既微，载 

籍残缺 ，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 

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 ，假 日月以定历数 ，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 

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 

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②可知现在传 

世的《春秋》为孔子因鲁史而作，此说被后世认可。同时这段文字又说到了《左传》及其作者左丘明，认为 

他是和孔子同时之人，同观鲁之史记，他作《左传》的目的就是补充史实，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除此 

之外，我们便知之甚少。由此，关于《左传》的作者，《左传》与《春秋》的关系等等，后人便多有争论。究其 

原因，还是汉代人记载过于简略的缘故。 

相比较而言，《诸子略》的记载比《六艺略》稍微详细一些，不过大多数只是提到作者名字 ，个别著作 

有简要作者介绍，也仅限于时代、人名、职官与交游等，而且以上几项都全的记载也很少。如：“《晏子》八 

篇。名婴，谥平仲，相齐景公，孑L子称善与人交，有《列传》。《子思》二十三篇。名仅，孑L子孙，为鲁缪公 

师。《曾子》十八篇。名参，孑L子弟子。《漆雕子》十三篇。孑L子弟子漆雕启后”，“《管子》八十六篇。名夷 

吾，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也。有《列传》。《老子邻氏经传》四篇。姓李，名耳，邻氏传其学。《老子 

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述老子学”，“《李子》三十二篇。名悝 ，相魏文侯 ，富国强兵。《商君》二十九篇。名 

鞅，姬姓，卫后也 ，相秦孝公 ，有《列传》。《申子》六篇。名不害，京人，相韩昭侯，终其身诸侯不敢侵韩。”③ 

和《六艺略》相比，《诸子略》的内容颇为驳杂。对于其中一些托名古人的著作，书中也做了必要的辨析。 

如“《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吕望为周师尚父 ，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文子》 

九篇。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力牧》二十二篇。六国时所作，托之力 

牧。力牧，黄帝相。”有些没有留下作者名字和出于何时，也一一标明。如：“《内业》十五篇。不知作书 

者”，“《尹都尉》十四篇。不知何世。《赵氏》五篇。不知何世。”④由此可见，即便是《汉书·艺文志》中对诸 

子学术渊源所做的介绍，与我们了解先秦学术传承情况的期望值相比还是太少。先秦诸子的生平事迹， 

除了孔子，后人知道的只是一些片断。像老子这样著名的哲学家，连他的名字到底是什么到现在仍有争 

论。这说明，在汉代之前 ，没有人对先秦学术史做过梳理，也没有专门记载这些文献传承过程的著作。 

① 《汉书》其他篇 目也仅有零星记载，如《儒林传》中对《易》的传承关系的记载，但总的来说，汉人对于这些先秦文献 

的传承过程，所知已经不详。有些记载带有传闻性质，未必完全可靠，对此，后人已经做过很多考证与辨析。 

②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715页。关于孔子作《春秋》之事 ，《史记》等书中也有相关记 

载，但是总的来说也是比较简略的。 

(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 1724、1729、1735页。 

(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 1729、1729、1731、1740、1725、17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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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人在秦火与战乱后所做的抢救性整理，不可能恢复先秦学术全景，仅得其大貌而已。 

所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传世先秦文献，不仅存在学术传承信息量上的严重不足，其文字文本也呈现 

比较混乱的状态。对此，汉代人已有较为明确的认识。如我们上引班固《汉书·艺文志》及刘向所言，《诗 

经》和《尚书》等先秦典籍在汉代都已经有了不同的传承学派，各学派之间所传承的经典就存在着文字上 

的差异。近年来大量的出土文献，使我们对于这些经典传承过程的复杂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如马王 

堆帛书于 1973年 12月被发现，其中关于《老子》一书就有甲、乙两种本子，它们与传世的《老子》有很大不 

同。紧接着 1993年郭店简中发现的《老子》，既与《帛书》有异，也与传世本不同。对此，学人做了详细研 

究，如尹振环从八个方面论述了帛本 、简本与今本《老子》的异同问题。①从时间上来看，郭店简本最早， 

为战国中晚期前后文字，马王堆帛书次之，是西汉早期文字。《汉书·艺文志》所记录的《老子》则有《老子 

邻氏经传》四篇，《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老子徐氏经说》六篇，还有刘向《说老子》四篇。以此而言， 

汉代的《老子》当有好几种不同的版本。②非常有意思的是，现今传世的《老子》河上公注本，《汉书·艺文 

志》中却没有著录。《史记·乐毅列传》太史公日：“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日河上丈人，不知其所 

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 ，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 

齐高密、胶西 ，为曹相国师。”⑨自河上丈人凡六传至汉初曹参。据此推测，河上丈人可能就是河上公 ，当 

生于战国时代，其传承体系比较清楚，以曹参在西汉初年的地位和老子学说的影响力，河上公之《老子 

注》应该在西汉时代有所流传，可是《汉书·艺文志》中却没有说明。由于其中所列的几个《老子》版本也 

已遗失，我们便不知道它们与《老子》河上公本有没有关系。现今传世的河上公注本，也不一定是西汉本 

的原样。同样复杂的还有《周易》。《周易》在西汉中期以后至少有六家在传承，“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 

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此外西汉中秘尚有《古文易经》的传本，它们之间在经文文字上差异不大， 

可以肯定属于同一个传承体系。但是刘向、班固等人却没有看到马王堆帛书本，而这个本子与传世本 

《周易》有很大的不同。这说明，像《周易》《诗经》《老子》等一些重要的先秦文献，在汉代以前的传承过程 

中可能就有好多不同的版本。后人所看到的由汉代人整理的传世文本，有的仅仅是其中的一种，而且在 

整理过程中可能包括了汉代及其后人的增删，不复是先秦经典的原生形态。还有一些先秦经典，像《管 

子》《晏子春秋》，更是汉代人去其重复而重新整理的。至于《战国策》，甚至是由汉代人将先秦文献重新 

编辑而命名的。如刘向所云：“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 

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辅，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趟’为 

‘肖’，以‘齑’为‘立’，如此字者多。中书本号，或日《国策》、或日《国事》、或日《短长》、或日《事语》、或日 

《长书》、或日《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④由此可见，刘向编 

《战国策》时，是把中秘所藏的各种与之有关的文献去其重复和校对之后才编成的。但即便如此，他所看 

到的还远不是战国时代同类著作的全部。近年来马王堆所发现的《战国纵横家书》二十七篇，与《战国 

策》属于同类文字，但却与之大有不同，可见刘向并没有看到这些文字。 

① 尹振环：《楚简老子辨析：楚简与帛书(老子)的比较研究》，中华书局，2001年。 

( 参见冯广宏：《(老-Z->传世版本三系说》，《文史杂~}2009年第1期。 

( (汉)司马迁：《史记·乐毅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 ，第2436页。 

(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1册，中华书局，1958年，第3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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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知，先秦文献在汉代的传承情况是多么复杂。此外，在汉代人整理这些传世文献的时候 ，还 

存在着不同载体、不同时代的文字变异，不同学派、不同版本之间的文字差别 ，还有通假、讹误 、脱简、增 

损等各种现象。李学勤先生曾将古书流传过程的复杂性概括为以下十种情况：第一、佚失无存。第二， 

名亡实存。第三，为今本一部。第四，后人增广。第五，后人修改。第六，经过重编。第七，合编成卷。 

第八，篇章单行。第九，异本并存。第十，改换文字。①由此而言，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汉传先秦经典，不同 

程度地带上了汉代印记。之所以发现这些问题，得益于“五四”以来的科学精神和疑古学派对古代文化 

的批判意识。因为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人们对于汉代人所整理的先秦文献基本上是信任的，②没有人对 

传世文献中存在的问题做过细致的考证和辨析。而研判这些问题对于我们审慎地利用这些传世文献从 

事学术研究，推动学术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二)科学面对汉传先秦文献中存在的问题 

后人在发现汉先秦文献存在的诸多问题时，也存在着令人担忧的现象，比如不顾及历史情境，对传 

世文献进行过度质疑。由此导致对这些传世文献的不信任乃至否定，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如上文所言，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先秦文献或多或少都有汉代整理者留下的印记 ，而且情况极其复 

杂，但是 ，无论这些经典文本在物质形态上存在着多少问题 ，并不能改变它们作为先秦文献的本质属 

性。那么，对于这些文献中存在的诸多疑问和缺憾，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呢?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秉持 

历史的眼光，充分考虑汉代人整理和记录这些先秦文献时的历史条件，以及当时所能达到的知识和技术 

水平，不要做超越历史的苛责并因此将其否定。先秦时代中国还没有形成非常科学系统的学术体系和 

文献分类方法，我们迄今并不知晓先秦时代国家所藏文献的分类标准和文献著录情况，以及每一份文献 

的著录是否都标明作者、时代、卷数 、版式、内容目录等项内容。从近年发现的先秦简帛文献来看，这些 

属于现代图书文献著录的基本信息，在那个时代的文献著录中存留很少，有的甚至连标题和作者都没有 

标明，更不要说在著述和抄写过程中所要遵循的现代学术规范了。秦统一中国之前，六国文字本身就有 

差异，自西周到春秋战国，又经过数百年变化，不同载体、不同学派在同类著述的抄写过程中也存在着很 

多不同。经过秦末战乱 ，面对大量的文献散失，汉代人能够将这些文献归类整理，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 

下留下一份目录，已经难能可贵。当代学者可以根据汉代以后丰硕的研究成果，指出汉代人整理的这些 

先秦典籍中存在的不足和缺陷，不断将其完善，使其更加接近先秦文献的原貌。但是我们并不能以此为 

由对汉代人求全责备，更没有理由因为这些文献中所存在的诸多缺憾而否定其巨大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当代先秦学术研究中之所以对传世先秦文献存在过度质疑的倾向，与近代以来盛行的实证主义方 

法有关。人文社会科学毕竟不同于自然科学，它在本质上不是实证的科学而是对人的社会实践的思考， 

这就决定了实证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使用的有限性。尤其是证伪方法更要慎用，过度使用就会 

走向荒谬和虚无。遗憾的是，当下文史研究中恰恰实证主义大兴，一些人更是热衷于证伪。如果从纯粹 

的实证角度来考虑问题，那么传统文献里的大量记载是没有办法进行检验的，是可以随意质疑的。但 

① 李学勤：《简 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9～32页。 
② 虽然自宋代以后，有人对汉代传承的这些典籍 中存在的问题已经有所发现，如郑樵等人，并且发 出质疑的声音， 

清代崔述 、姚际恒等人做 出了更多的批判，但是作为中华传统学术的主流，古代学人对这些先秦经典的基本信任 

并没有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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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些文献又是实实在在的先秦文化的文字存留，悠久的中华文化传统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我们 

无法从根本上否定它们的历史存在。所以，治先秦学术的目的，应该是阐释传统而不是解构传统。在这 

一 点上，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也不一样。某些外国学者热衷于运用考据学方法看待中国古典文献，是因 

为他们对中华文化传承方式了解不够，他们看到这些文献的记述方式与他们的知识谱系不合，便想由此 

来解构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 ，建构符合西方学术理念的中国历史。中国学者如古史辨派热衷于运用考 

据学方法，是因为他们想用“事实”来证明古史仅为古史。而当下文史研究中的实证主义，则表现为有学 

者深受 自然科学思维的影响，将本来极为复杂的历史文化阐释，变成了碎片式考证，其结果会造成对中 

华文化传统的解构。 

三、如何从与出土文献的比较中认识传世先秦文献的宝贵价值 

(一)不能以出土文献否定传世文献的价值 

近百年来出土的大量先秦文献，如甲骨文、铜器铭文、竹简帛书等，为我们从事先秦学术研究提供了 

无比珍贵的资料。充分重视出土文献的价值，将其作为研究先秦历史和文化思想的可靠材料，这种做法 

本身无可厚非。但是 ，若由此否定传世文献的巨大价值，质疑其真实性 ，或者仅仅将它们作为汉代文献 

来看待 ，却是不可取的。也许有人会说，我们之所以相信出土文献，是因为它们没有经过漫长的传承过 

程中所产生的增损、讹误，没有融入后人的观念 ，因而更可信。那么，这些出土的先秦文献都是用先秦的 

古文字所写，今天要读懂它，是不是首先要用后人的文字学和文献学知识进行释读?能保证我们释读的 

这些出土文献就不会受到后人的质疑吗?即便是当下对这些出土文献的释读，也存在着大量争议，同样 

融入了当代人的观念。①而且 ，如上博简和清华简，由于其出土地址、墓葬等诸多信息都不清楚，甚至有 

人怀疑其为当代人作伪。也许有人会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出土文献比汉代人看到的更古老，如郭店简 

《老子》，因而就比汉代人所传的更为可靠。那么，何以证明郭店简《老子》就是《老子》的最初原本?何以 

证明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子》就不会是另一种同样来 自先秦的文本?显然，虽然这些新出土的先秦文 

献具有珍贵的价值，但是在没有进行认真的比较研究之前，我们并不能轻下出土文献一定比传世文献更 

为可靠的断言。即便是经过比较研究之后，也未必会得出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还以郭店简、马王堆帛 

书和传世本《老子》为例，经过比较，人们发现这些版本，包括汉代以后的一些本子，可以分成古本系、抄 

本系和行本系三个系统。它们的传承各有其不同的缘由，各有不同的优缺点，但同样都是渊源有 自，从 

中得不出出土文献比传世文献更为可靠的结论。所以，认为我们所见的出土文献更为可靠而不相信汉 

代人传承下来的先秦文献，是盲目的自信和对古人的偏见，不是历史主义态度。 

① 以当下学界所关注的上博简和清华简为例，对于其 中的重要篇 目，无论是文字还是 内容，都存在着不同的释读， 
不但其整理本带有 当代人的学术印记，而且刚刚面世就有了不同的释读版本，究竟谁的释读才算正确?如《孔子 

诗论》为上博简发布时定的篇名，马承源认为其作者是孔子，这代表了整理者的意见。但是，上博简发布之后，裘 

锡圭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作者应该是子夏(“卜子”)，李学勤表示赞同。此外还有人说可能是孔子的曾孙，学界并 

没有达成共识。再如清华筒中《周公之琴舞》发布后，马上也有 了不同的释读版本 ，而且学界对这组竹简的文本 

释读 、产生年代等都有相 "-3大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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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树立传世文献在中国学术传统中的基础性地位 

近百年出土的大量先秦文献，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传世文献。对此，当代学者已经有清晰的认识 ， 

如傅道彬以上博简《孑L子诗论》为例指出：“尽管《孑L子诗论》丰富了我们对以孑L子为代表的儒家文艺思 

想发展的认识，扩大了我们了解诗经学产生的理论视野，但是《孑L子诗论》还是与《左传》《国语》《论语》 

等传世文献中的诗学观点相一致的，其精神脉络也与整个春秋时代的用诗风气紧密联系的。”这说明： 

“地下文献之于经典传世文献是丰富而不是颠覆，是补充而不是超越，地下文献的研究还是应当结合传 

世文献的研究。”①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发明，这是自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以来学界的共识。光 

有这一共识还不够 ，我们还要认识到 ，治中国文化和先秦学术 ，不仅要对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同样重 

视，更要以传世文献为研究和阐释出土文献的基础。 

首先，以传世文献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是我们释读出土文献的依赖和根基。当下很多人 

认为出土文献更有价值，但是出土文献的价值，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认定的?难道不是依赖传 

世文献所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吗?对此，裘锡圭有一段话说得很精彩：“传世文献很重要，有些出土文 

献不根据传世文献几乎一点也读不通，过去很多人讲过了。譬如地下出土的尚有传本的古书，如果本 

子不好，在很大程度上得根据今本来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马王堆《周易》，用字很乱 ，假借字很多；还 

有后来上海博物馆的战国竹简《周易》，要是没有今本《周易》，很多字的意思根本猜不出来。这是说直 

接可以跟传世古书对读的(当然其间也有不少出入)，还有很多不能直接对上的东西，怎么念通，还得靠 

有关的传世文献 ，还有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知识。”②在甲骨文没有被发现之前，那些刻着文字的甲骨 

都被送到了中药铺，学人们之所以发现了它的价值 ，是因为认出了那上面的字。认字所依靠的是什 

么?是《说文》等传世文献给我们提供的古文字知识。在今天看来，《说文》里面有些文字的释读和偏旁 

的归类 ，存在许多问题 ，这说明许慎对古文字的构造和字义释读等也有弄不清楚的地方。但是这并不 

能证明我们比许慎伟大，更不能否定他的历史贡献。反过来 ，后人正是通过将 甲骨和金石文字与《说 

文》的参照研究 ，才能认读这些出土文献 ，印证其价值。所以，治先秦学术，无论目前发现了多少出土文 

献，治学的基础还是传世文献，搞古文字研究的人还是首重《说文》。何以如此?因为许慎虽然没有生 

活在先秦 ，但是 ，他所生活的汉代毕竟距离先秦不远，这使得他有更多机会接触先秦古文字 ，通晓从先 

秦古文字到汉代通行文字的变化。对此 ，他在《说文解字叙》中作了详细的叙述，从传说的伏羲八卦、仓 

颉造书，到周代以六书为主的小学教育，一直讲到秦代的“书以八体”，王莽时代的“六书”的发展全过 

程。正是在此基础之上，许慎才敢这样说：“今叙篆文 ，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 

撰其说。将以理群类 ，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憎。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也。万物咸睹，靡不兼载。”②没有 

以传世文献为基础的古文字之学 ，我们今天就无法认读先秦出土文献。弄懂了《说文》，也就弄清了汉 

代以前中国文字发展的来龙去脉，汉字的结体变化与构造原理。从汉到清，学者们在许慎的基础补充 

完善，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中国古文字之学。当然，通过对这些甲骨、金石、简帛文字的研究 ，今人也进 

① 傅道彬：《孔子诗论与春秋时代的用诗风气》，《文艺 研究}2002年第1期。 

② 裘锡圭：《古典学的重建》，《书城}2015年第9期。 

③ (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63～7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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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步发现许慎《说文》中的一些不足乃至错误之处，将中国的古文字之学向前大大推进一步。但所有这 

些，都离不开对传统古文字之学的依赖，都建立在传统古文字之学的大厦之上。研究出土文献要以传 

世文献为基础，《说文解字》的作用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其次，治先秦学术要以传世文献为基础，还因为经过两千多年的学术研究，我们完全可以认定，传世 

文献从总体上是值得信赖的。近年来大量出土文献的新发现，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了它的可信度。以甲 

骨文研究为例，王国维之所以做出巨大贡献，就因为他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从而释读甲骨文中 

所刻写的殷商时代先公先王的名字，写出了名作《殷 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将甲骨文的研究从文字释 

读提升到史学研究的高度，使之成为一门显学。王国维何以发现殷墟甲骨文里面有殷商先公先王的名 

字?是因为《史记》中有《殷本纪》一篇，记载了殷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和世系。从时代来讲，司马迁写 

作《史记》的时间上距殷商王朝的灭亡已经接近千年，他怎么知道这些先公先王的名字?他说自己看了 

很多前代的典籍 ，“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纳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厥协六经异 

传，整齐百家杂语”。①虽然他看过的那些典籍今天大部分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人们还是相信他的话。因 

为他生活在距离先秦最近的时代，曾经接触过先秦的第一手材料，这是我们永远无法超越的客观事实。 

《史记》中所记载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可以通过相关文献的参照而得到准确的印证，即便是他记载不详的 

一 些史实，人们也可以通过相关文献的考证而证明他所言不虚。甲骨文的发现，也证明了《史记》所记载 

殷商先公先王的世系基本可靠。汉传先秦典籍，无论是“六艺”“诸子”，还是“诗赋”“数术”等，其中的绝 

大多数文献之所以得到人们的信任 ，也是经过千百年学术检验的结果。1926年，王国维在《古史新证》 

中说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 

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 

在今 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 ，不能加以否定 ，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 ，可断言 

也。”②王国维对于传世文献记载所持的充分肯定态度尤其值得重视。他通过甲骨文与《史记》《山海经》 

《楚辞·天问》等的对比研究告诉我们，不要轻易怀疑古书。对于那些已经由其他文献证明其真实性的著 

作，固然不能再持怀疑态度；对于那些尚未得到证明的古书，也不要轻易否定。试想，古代历史上那么多 

文献都已经淹没无存，今天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们所了解的古代文化知识也极其有限，怎么 

能以我们没见到、以超越了我们的知识限度为由而轻易地否定古人的记载呢?近几十年出土文献以生 

动的事例教育着我们。如郭店简《缁衣》篇的出土，证明《礼记》确为先秦文献的汇编；上博简证明了孔子 

对于《诗经》确有重要的论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唐勒赋》残篇的发现，证明了以往人们对于宋玉赋真 

伪问题的好多质疑都是站不住脚的。最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尚书》的流传。今存传世本为东晋豫章内史 

梅赜献孔安国传《古文尚书》，宋代以来深受怀疑，伪书说几成铁案，但即便如此，此书中被视为属于今文 

《尚书》的28篇，后世学者仍然认为是传 自先秦的文献。清华简《金滕》的发现，再一次显示这些文献的 

(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09、3296、3319～3320页。 

( 姚淦铭、王燕主编：《王国维文集》卷4，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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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源有 自。④它使我们在经过近百年的学术变迁之后，重新建立起对传世文献的信任与尊重。 

再次，研究出土文献所以要以传世文献为基础，还因为依据这些可靠的历史文献，我们已经建立一 

个中华文化传统的基本知识谱系。对出土文献的价值认定 ，也一定要以这个知识谱系为基础。近几十 

年来出土的先秦文献，从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墓到郭店简、上博简和清华简，每一次重大发现都引起轰 

动。何以如此?就因为这些出土文 ，可以更为有效地补充中华文化传统知识谱系的空缺，使其更为完 

善、充实。而这些出土文献价值的大小，以及受关注的程度，莫不与相关传世文献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 

要地位紧密相连。如在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文献中，学人最为关注的是帛书《周易》《老子》《战国纵横家 

书》；银雀山汉墓出土文献之所以受人瞩目，是因为其中有佚传1700多年的《孙膑兵法》和《孙子兵法》的 

同时面世，解决了孙武和孙膑是否一人的问题，也弄清了这两部兵书之间的关系；郭店楚墓竹简的发现 

之所以引起轰动，是因为它正好让我们了解了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两个思想流派——儒家与道家思想在 

战国早期生成时的情况，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清先秦思想发展史的线索。②同样，上博简中的《孑L子诗 

论》，清华简中的书类文献和诗类文献特别受人关注， 为它们与中国文化中重要的传世经典《诗经》 

与《尚书》紧密相关。当然，这几批重要的出土文献还包括许多我们以前没有听说过，甚至连汉代人也没 

有见到过的文字，它们的价值也不可低估。如马王堆帛书中的数术、方术和地图类文献，上博简中的《子 

羔》《容成氏》等文献，清华简中的《楚居》和伊尹相关文献(《尹至》《尹诰》《赤鹄之集汤之屋》)等，它们的 

重要价值，同样也是在与传世文献的互相发明中才得以体现的。因此，不熟悉传世文献 ，对于以传世文 

献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中华文化知识谱系没有很好的了解，就不可能做好出土文献研究。传世文献的 

宝贵价值，是出土文献不可能超越的。 

四、如何认识以传世文献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中国学术传统 

(一 )传世文献经典地位确立的历史必然性 

近年来出土的先秦文献，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我们以前没有听说过，甚至是连汉代人也没有见过的东 

西。这些文献大大补充了先秦传世文献的不足，使我们对先秦学术的实际状况有更多的了解，修正、充 

实了现有的学术体系，甚至从某些方面修改了传统的学术史。那这些重要的文献 ，为什么没有流传下 

来?而那些经过汉代人整理遗留下来的文献，是出于一种偶然，还是经过历史考验和文化淘汰之后的必 

然结果呢?假如汉代人整理流传下来的文献不是现在传世的那些文献，而恰好是近年来出土的这些文 

① 在学者们所认定的《今文尚书}28篇中，《金滕》一篇问题最多，因为其中所记载的故事颇有传奇色彩，所以自宋以 

来颇被怀疑为伪造。但清华筒《周武王有疾周公所 自以代王之志(金滕)》的发现，则否定 了这一怀疑，证明《金 

滕》确为先秦之文。而且，将传世本与简本比较，发现简本是一个删减本，传世本文意更为完足(参见黄怀信：《清 

华筒(金滕)校读》，《古籍研究整理学刊}2011年第3期)。姚苏杰经过考证之后认为筒本《金滕》虽可纠正传世本 

文字多处讹误，但其本身亦未必是当时善本 ，故不能据简本而断定传世本所多之文字为伪(参见姚苏杰 ：《论(尚 

书·金滕)中的“穆 ”》，《安徽大学学报>>2o13年第1期)。 

② 其中道家典籍三篇，分别为《老子》(甲、乙、丙)《太一生水》《语丛四》(《说之道》)；可视为儒道共同典籍一篇，为 

《五行》；儒家典籍十二篇，分别为《缁衣》《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 

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这些典籍中《老子》《缁衣》见诸传世本，《五行》见于长沙马 

王堆出土帛书，其余则为早巳佚失的两千多年前的先秦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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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一部中华学术史是不是就变成另外一副样子?这种看法表面上看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如果对中国 

古代的学术史有真正的了解，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 

分析《史记》《汉书》等著作会发现，汉代人在搜集、抢救、整理这些先秦典籍的时候首推“六艺”。汉初 

著名的经学家有些人在秦朝时就是博士，如《今文尚书》的传授者伏生；其他人也都是出生于先秦的学者， 

如《易经》的传授者田何，《诗经》的传授者鲁人申培，《礼经》的传授者高堂生，《春秋左传》的传授者张苍诸 

人。这说明，汉代的经学传授都是源白先秦的。“六经”之说在战国时期已经确立。从现存文献看，“六经” 

之名最早见于《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日：‘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 

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 ，道之难明 

邪?’老子日：‘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以迹哉!” 此段对话带有后人创 

作的味道，但“六经”之名的出现，则说明它已经被战国的知识阶层所认可。《庄子·天下篇》：“《诗》以道志， 

《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②《礼记-经解》：“孑L子日：入其国， 

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絮静精微，《易》教 

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③虽然没有提“六经”之名，但这六部书却赫然在列，且此 

篇名日“经解”，说明其已有“经”之名分。《苟子·儒效》：“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 

一 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 

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④这说明，以“六经”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文化典籍，是早在战国时代 

就已经确定的事实。班固《汉书·艺文志》上承刘歆《七略》和刘向《别录》，首列“六艺”之学，正因为其重要， 

所以才会得到最大限度的保存。尽管经过了秦王朝的焚书坑儒、禁书令的颁布和秦末的战乱，还是有一 

批学者在坚守着文化传统。“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陈涉之王也，鲁诸 

儒持孑L氏礼器往归之 ，于是孔甲为涉博士，卒与俱死。”“及高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 

礼，弦歌之音不绝 ，岂非圣人遗化好学之国哉?于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⑤所以到汉初，《易》主要传自田 

何，《书》主要传自伏生，《诗》主要传自齐鲁韩毛四家，《礼》主要传自高堂生，治《公羊春秋》有胡毋生和董仲 

舒，治《觳梁春秋》有瑕丘江公，治《春秋左氏传》则有张苍、贾谊，⑥经学的传授一直没有断绝。由此可见， 

“六经”传承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其在先秦就已经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 

任何民族中的文化经典，究其实质都源于其自身价值的巨大，而绝不是后人强行推崇的结果，越是 

传承久远的经典，越具有这样的特征。“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⑦《诗》《书》《礼》《乐》《易》 

《春秋》之所以在战国时代被视为经典，皆因为当时人已经认识到其价值。 

“六经”之经典地位的确定，在先秦经历过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反映了自春秋末期到战国后期的学 

人在中华民族文化建设方面所做出的巨大努力。《汉书·艺文志》开篇日：“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 

① (清)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第531～532页。 

( (清)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第1067页。 

( 《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903页。 

( (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2年，第133页。 

⑤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592页。 

( (汉)班固：《汉书·儒林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593页。 
(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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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觳乱。” 

从文献学角度看，《艺文志》的记载印证了这段话。周代以来的先秦学术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 

一 个阶段是孑L子之前，可称之为“六经初始”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孔子之后，可称之为“六经确立”阶段。 

史传“六经”都经过孑L子整理，《史记·孔子世家》有较详细的记载：“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 ，《诗》《书》 

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日：‘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 

殷礼吾能言之 ，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 、夏所损益，日：‘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 

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孑L氏。”这是说《尚书》为孑L子所编成，《礼》的成书也 

与他有重要关系。又日：“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瞰如，绎如也 ，以成。“吾 

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这是说乐经也是经过孔子整理的。又日：“古者《诗》三千余 

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 ，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日‘《关 

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孑L子皆弦歌 

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 

《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日：‘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可知《诗经》可 

能经过孑L子重编，《易传》则为孔子所做。又日：“子日：‘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 

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 ，亲周 ，故殷， 

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①在司马迁看来，“六经”形成和传承都与孑L子有关。对此，当代学者已经 

有过相当多的讨论，对于汉代人的这些说法有补充、有修正、也有质疑。②但是从总体上看，说孔子和“六 

经”之问有密切关系，说他在“六经”的传播和整理过程中做出过重大贡献，是没有问题的。更为重要的 

是 ，从孔子开始，“六经”才真正成为儒家以及诸子百家传习和研究的学问，到了战国才有了至高无上的 

地位。从《汉书·艺文志》来看，“六经”在孔子之前的传承情况记载不明，这从文献学的角度也证明了孔 

子在“六经”传承过程中所做的贡献。《史记·孔子世家》日：“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 

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③孔子及其弟子和后学对“六经”的传承、整理、研究和阐 

释，对“六经”最终确立权威地位至关重要。如《周易》有“十翼”的相辅，才从周代的占 b之书提升为一部 

具有深厚哲学底蕴的中华经典；《尚书》将三代的历史文献经过重新的编排，才成为具有昭示中华民族圣 

贤政治和大同理想的治国典范式著作；《诗经》经过孑L子及其后学的阐释，才被提升到“思无邪”的高度， 

更充分地发挥其“温柔敦厚”的诗教功能；《礼》的各种社会政治世俗仪式，经过“记”的发挥与解说，才被 

赋予更多的政治道德伦理意义；《春秋》经过“三传”的解说，其微言大义才得以更好的彰显。最为典型的 

① 以上参见(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第1935～1936、1936、1936～1937、1943页。 
② 关于孔子和“六经”的关系，是近百年来人们争论不休的大问题。司马迂、班固等汉人所记，衡之于传世文献，会 

发现里面还有好多疑问，如《诗经》是否由孔子所编，关于孔子是否删诗的问题，经过今人的考证 ，就不准确。因 
为早在孔子出世之前，《诗》之名已经存在，而且其基本篇 目也 已大致确定。这说明，汉人所记载的有关孔子和 

“六经”的关系，既以一定的事实为基础，可能又存在着后世口耳相传的讹误。但即便如此，也并不能否定孔子在 
《诗经》传承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论语》中多处论《诗》，上博简中新发现《孔子诗论》，都从不同角度说 明孔 

子与《诗经》的关系甚为紧密。 

⑧ (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第19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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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认识先秦文献的汉代传丞 基 

是《易》与《春秋》，它们都因为有“传”的辅助而价值大增，《易》有“十翼”，《春秋》有“三传”， 这里面自然也 

留下了战国甚至汉代人的思想痕迹。但是，这些号称为“传”的著作之所以能够与“经”相辅而行，是因为 

它们深得“经”的精髓，其中有些篇目本身的论述也达到了文化经典的高度，如《左传》，如《易‘系辞》，如 

《礼记》中的《大学》《中庸》等等。这些著作在汉代以后得到传承且被发扬光大，自然不是偶然现象。 

先秦时代“六经”的地位已经确立 ，经学的阐释传统也初具模型 ，这是中华学术史上一个重要时 

期。相比较而言，战国虽然是百家争鸣的繁荣时代，但是对于诸子百家之学的系统分析和总结，却不及 

汉代。百家之学到底有多少家?按《汉书·艺文志》所记，包括西汉在内，有“儒五十三家”“道三十七家” 

“阴阳二十一家”“法十家”“名七家”“墨六家”“从横十二家”“杂二十家”“农九家”“小说十五家”，总计 

“凡诸子百八十九家”。这百八十九家中，有将近三分之一为汉代人的著作 ，还有相当大一部分不知作 

者时代或者明显假托古人，班固都予以注明。从各家所存留著作的数量来看，儒道两家所占比重最大， 

这颇能显示从战国到西汉时代诸子百家的实际状况。值得注意的是，在《艺文志》所辑录的诸子百家著 

作当中，最被后人重视的当属管、晏、老、庄、孟、苟、孙子、商君及吕氏诸家。与之相一致的是，在《史记》 

中司马迁分别给他们做了传纪。这说明，在汉代人眼里，这些人物在诸子百家当中出类拔萃。这也从 、 

另一个角度说明，这些著作所以在汉代以后被很好地保存流传下来并非纯粹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汉 

书·艺文志》六略的顺序按文献价值的重要性排列，反映了这些著作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也有一个由大到 

小 、由显到隐、由形而上到形而下的顺序。排在“六艺”“诸子”之后的依次是“诗赋”“兵书”“数术”和“方 

技”。《艺文志》所提供的著录信息，也呈现出依次递减的趋向，以作者为例，介绍最详细的是“诸子略”， 

最简略的是“数术略”和“方技略”。这说明，先秦文献典籍的不同地位，基本反映了从先秦时代就已经 

开始的以“六经”为核心的中华学术传统发展的实际状况。 

(二)出土文献的经典价值不宜被过分夸大 

反观近百年来出土的先秦文献 ，最重要且数量最大者是甲骨 卜辞和铜器铭文(包括历代流传下来 

的)，其传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相对于简帛更易于保存久远，其中甲骨文属于与殷周王室生活相关 

的占卜记录，在当时的重要性不必多说，但是与我们常说的经史子集类的图书文献是有区别的。打个比 

方，它们属于国家档案馆的档案文献 ，而不属于图书馆的图书文献。青铜器主要作为殷周时代的日常生 

活器物和宗教祭祀礼器，上面的文字则是与持有者生活相关的记录，是作为青铜器的要素之一而与之并 

存的，同样也不属于《汉志》所说的“书简”“篇籍”范畴。它们无疑都是我们今天研究先秦文化思想的重 

要材料，甚至会成为我们今天治先秦学术的重要领域。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材料在先秦时代还 

不可能直接纳入以“六经”为主的学术体系，也不可能作为建构诸子之学的直接材料。此外，在近年来的 

出土文献中，还发现了大量的数术方技类文献。这些文献的重要价值毋庸置疑，但是它们在中国古代思 

想史上的实际地位，还是不如“六经”和“诸子”重要。因为代表一个民族主流思想传统的文献，一定是先 

贤们在实践基础上的理性思考和理论建设 ，一定是超越实践层面的形而上学之道。而作为中华文化传 

① 《左传》是否为解释《春秋》的著作，至今仍然有争论。但是从书名以及书写体例来看，说它与《春秋》有紧密的关 

系是没有问题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 ：“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 

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这 
一 说法可能有据，我们并不能轻易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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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主流的理论建设，最集中地体现在“六经”和“诸子”之学当中，其次才是“诗赋”“兵书 ‘数术”和“方 

技”。可以确信，汉代人对先秦文献的价值判断是有标准的，所抢救整理的先秦文献也是有选择的。据 

《史记·萧相国世家》，刘邦人咸阳时，萧何抢先就把秦王朝的图书收藏起来：“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 

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人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 

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以此可知，汉 

代传承下来的先秦各类实用性的文书材料，包括各类公文、档案户籍、财计账簿、简牍书信等会有很多， 

而且未必受秦人焚书的影响。但是，它们不属于汉代人眼中的“书简”“篇籍”，也不会纳入抢救和编入 

《艺文志》的范畴。因此，认为以“六经”和“诸子”为代表的中华文献经典在汉代之所以得到保存是出于 

偶然，不符合从先秦到汉代文化发展的历史事实。反过来讲，近几十年出土的马王堆帛书、银雀山竹简、 

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等所以被埋于墓葬，可能只是出于墓主生前的喜好，或者与他们的生活密切相 

关，埋葬者也未必将它们看成可以流传百世的经典。它们能够在古墓中保存下来以至于被今人发现，倒 

是具有多方面的偶然性。 

五、结语 

以上，我们从四个方面对先秦文献的传承形态及其价值进行了简要的论述，旨在说明，经汉代人整 

理而传承下来的先秦文献，是中华文化的无价之宝。他们尽最大可能保存了先秦古籍，并以极其认真的 

态度对其进行整理与研究，使之虽然残缺但却基本真实反映了先秦时代的学术发展状况。汉代人在这 

方面不仅有抢救之功，而且在此基础上接续肇自先秦时代的学术传统，构建了中华文化学术体系。如果 

说以前我们对此还认识不够的话 ，那么通过近年来对出土先秦文献的研究 ，我们对汉代人所做的这种文 

献传承工作的重要意义就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经过汉代人的搜集与整理，以“六艺”和“诸子”为代表 

的最为重要的先秦文献典籍最大可能地得以保存。近几十年来虽然出土了一批珍贵的先秦文献，但是 

总的来说，其重要性尚不足以取代传世文献。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这些出土文献的研究，我们对汉代 

人所做的整理工作有了更多的信任，证明他们的记载基本可靠，不能以其中存在着某些疑问而轻易否 

定。出土文献的大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新材料，同时也极大提升了传世文献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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